




[提 要 ]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仰仗清政府授予的某些特
权, 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 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商的媒介和工具。但是, 行商在实际的经营
中, 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 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 故经常因拖欠外商债务而被课以重罚。加之清政府
的多方敲诈勒索, 不少行商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 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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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忠实执行者, 它不仅成为清政府垄断对外贸易
的商业资本集团, 而且承担外交职责, 变成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国商人的中介和工具。然而, 在
与西方商业资本的实际交往中, 十三行一直是处于劣势, 他们既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 又没有法
制保障, 反而成为清政府勒索、摊派、捐输、报效的对象。因此, 在西方商人的钳制和清朝官府
的桎梏下, 大多数洋行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债台高筑, 累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 遂
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一
广州十三行创立的时间, 据彭泽益先生的考证, 是在康熙二十五年 ( 1686年 ) 四月, 即粤
海关开关的第二年。据说当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吴兴祚、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 于康
熙二十五年 ( 1686年 ) 四月发布 分别住行货税 文告, 规定国内贸易作为 住 税, 赴税课
司纳税; 对外贸易作为 行 税, 赴海关纳税。同时设立 金丝行 和 洋货行 , 分别办理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业务。这一文告的颁布, 就标志着洋货行 (即广州十三行 ) 的成立 。由于
粤海关初建不久, 到广州贸易的船只不多, 关税亦少, 行商仅有数家而已, 故不分国内或国外贸
易船, 均听其自行选择行商。到后来因贸易船的数量不断增多, 资本较为雄厚的行商则专门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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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国外商船的货税 。乾隆十年 ( 1745年 ) , 两广总督策楞兼管关务时, 因有些资本微薄的行商
未能按时缴纳关税, 故于各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 以专门负责缴纳关税。但是, 每当外
船进口时, 货物系由各行商分领售卖, 而至纳税时却互相观望拖延, 以致于保商不得不代为垫
付, 暂时挪用外商货银, 久而无力偿还, 造成破产。是以保商数量越来越少, 至乾隆二十四年
( 1759年 ), 行商共有 20余家, 而保商仅有 5家而已 。
乾隆二十二年 ( 1757年 ), 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为应付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 洋
商潘振成等 9家于乾隆二十五年 ( 1760年 ) 呈请设立公行组织, 专办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事宜。
自此之后, 广州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则分为三种: 一是外洋行, 专办外洋各国商人载货来粤发卖
输课诸务; 二是本港行, 专管暹罗贡使及外商贸易纳饷之事; 三是福潮行, 系报输本省潮州及福
建民人往来买卖诸税。而在乾隆十六年 ( 1751年 ) 时, 广州行商并无如此分工, 不管是外洋或
本港的一切纳饷诸务, 均由外洋行办理。在 20家洋行中, 没有什么本港或福潮行名, 仅有省城
的 8家海南行 。可见公行组织建立后, 即明确地将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和同南洋国家以及国内的
贸易划分开来, 这可以说是外贸管理上的一种进步。但是, 这种公行并不是新兴商人阶级争取商
业特权的产物, 而是清政府为控制广州外贸所设立的一种松散的垄断组织。他们各自为政, 单独
与外商做生意, 自负盈亏, 只有在控制外商和实施贸易规章时才共同行动 。因此, 洋商潘振成
等于乾隆三十五年 ( 1770年 ) 又禀告: 公办夷船, 众志纷歧, 渐至推诿, 于公无补 。经总督
李侍尧会同监督德魁批示: 裁撤公行名目, 众商皆分行各办。 至此, 创立仅十年的公行组织
则宣告撤销, 而专营暹罗贸易的本港行亦因拖欠暹罗商人赈款被革除, 至嘉庆五年 ( 1800年 )
仍归外洋行兼办 。
嘉庆十八年 ( 1813年 ) 粤海关监督德庆上奏说, 洋商承揽外商货物动辄数十万两, 承保税
饷自数万两至十余万两不等, 责任重大, 如果不是真正殷实诚信之人, 不可胜任。而向来开设洋
行, 仅凭一二位洋商作保即可, 并未专案报部, 显得不夠慎重, 如有个别洋商亏饷, 势必拖累全
部。另者, 有些疲商在外船进口时, 私自同他们议定货物, 情愿贵买贱卖, 只图目前多揽, 不顾
日后亏折, 一到开征时, 则入不敷出等等。这种种弊端的出现, 皆因无总商统一管理, 于是众商
争先私揽, 相率效尤, 遂成积习。故德庆奏准于各洋商中选派一二位身家殷实, 居心诚笃者为总
商, 责令他们 总理洋行事务, 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货物, 务照时价一律公平办理, 不得任意
高下, 私相争揽, 倘有阳奉阴违, 总商据实禀究 。这样一来, 总商即成为法定的洋商首领,
洋商必须在他们的控制下, 按照规定的价格同外商进行交易, 不得有任何内部的竞争。
总商还负有为新洋商联名保结的权力, 这使他们排斥其他散商成为合法化。每当有散商申请
充任洋商时, 他们往往意存推诿, 使新洋商碍于成例, 不便著充, 以致于至道光九年 ( 1829
年 ) , 各洋行陆续闭歇, 仅存怡和等七行, 已不足应付对外贸易的需要。因此, 粤海关监督延隆
以 数年以来, 夷船日多, 行户日少, 照料难周, 易滋弊窦 为由, 上奏要求 嗣后如有身家
殷实呈请充商者, 该监督察访得实, 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 果能贸易公平, 夷商信服, 交纳饷项
不致亏短, 即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 于是, 由总商联名保结的制度即宣告停止 。时隔八年
之后, 总督邓廷桢等人又奏请废弃这种试办制, 而恢复联保旧例。规定 嗣后十三行洋商遇有
歇业或缘事黜退者, 方准随时招补, 此外不得无故添设一商, 亦不必限年试办, 徒致有名无实。
其承商之时, 仍请复归联保旧例, 责令通关总散各商, 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 联名保结, 专案
咨部著充, 毋许略存推诿之私, 以绝其垄断之念 。由此可见, 从公行组织的建立到总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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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 然后用行商的名义报关 。这种做法, 使进出口货物的购销权完全控制在行商手里。为
了不让其他散商有染指对外贸易的机会, 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年 ( 1755年 ) 规定, 主要出口商品
茶叶和生丝, 一概由行商购销, 其他散商不能插手, 他们只能经营诸如瓷器、纺绸和一般的
零售商品 。 1828年 7月 19日两广总督又规定: 可以出口的土产有 24种, 其中包括茶、生丝、
大黄、南京布等等; 可以进口的外国商品有 53种, 其中包括毛织品 8种、金属 6种、洋参、皮
毛和檀香木等等。这些进出口商品仅能由行商购销, 散商不能插手, 散商只能购销规定外的其他
商品, 且必须列在保商的名下经营 。因此, 行商就顺理成章地垄断了所有的茶、丝出口贸易。
据不完全统计, 自 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后, 各省出产的茶叶均须贩运到广州, 然后经十三行总
商转卖给外商, 每年出口的茶叶价值达 5000多万两白银 。每年由江浙等省商民贩运到广州,
卖与十三行行商转售外商的湖丝和绸缎等, 自 20多万斤至 32~ 33万斤不等, 价值 70~ 80万两
或 100多万两白银, 最少之年也有 30多万两 。
此外, 行商还负有代外商缴纳进出口关税的责任。按惯例, 凡外国商船到达广州, 必须先找
一家行商认保, 把载运来的货物卸下贮于洋行内, 然后由行商代替他们购置返航时装载的货物。
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关税, 均由行商报验, 核明税额, 填单登簿, 待外国商船出口后才代为缴
纳 。这种代缴关税的做法, 虽然有利于行商对进出口商品的购销进行垄断, 但他们实际上是无
法控制外商的关税缴纳, 因此出现不少行商因拖欠税饷而受罚的现象。例如福隆行商关成发, 于
嘉庆十六年 ( 1811年 ) 接替因亏饷而逃匿的行商邓兆祥, 在与外商的交易中, 同样是外船载货
到广州, 将货物议定价值, 存于行内, 投税发卖。但因经营不善, 递年亏损, 积至道光八年
( 1828年 ) 共欠饷银高达 345311两 。西成行商黎光远于嘉庆二十年 ( 1815年 ) 接替其兄黎韵
裕, 亦因替外商购销进出口商品, 代外商缴纳关税而欠税饷, 积至道光五年 ( 1825年 ) , 共欠进
口关饷及捐输河工各款银 149769两 。丽泉行商潘长耀于道光三年 ( 1823年 ) 身故, 生前同样
因购销外商进出口货物, 代缴关税而亏折, 共未完饷银 22528两 。据统计, 至道光四年 ( 1824
年 ) 以后, 各行商内有相继倒闭的丽泉、西成、同泰、福隆等行, 共欠税饷银高达 68万余两 。
为杜绝这种拖欠税饷的现象, 两广总督李鸿宾、粤海关监督中祥奏请, 自道光十年 ( 1830年 )
开始, 进口货物在外船清舱之日, 责令保商报明, 某货已为某行买受, 某货尚未卖出, 已卖之货
由行商完纳, 未卖之物由外商交饷, 保商代缴。凡有一船返航, 即将一船的进口税银缴清, 方准
请牌出口。其出口稍迟者, 以验货后三个月为限, 责成保商完纳, 不得缓至请牌之时 。
行商在某种程度上还负有管理外商的职责。广州一口通商后, 两广总督李侍尧于乾隆二十四
年 ( 1759年 ) 上奏 防范外夷规条 。其中有规定: 外商到广州, 应寓居于行商处, 由行商管
束稽查。到广州的外商, 寓居于行商馆内, 原规定不许任意出入, 后因非官定行商招诱投寓, 不
仅勾引出入无从觉察, 而且交易货物大多不经行商、通事之手, 容易生出弊端, 故今后行商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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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寓的外商加强管束, 房屋如有不敷, 行商可自行租赁, 拨人照看, 不许民人出入, 私相交
易 。这种规定, 不仅赋予行商管理外商的权利, 而且使行商对外贸的垄断绝对化。与此同时,







中说道, 外国兵舰有驶入黄埔者, 将行商严行拟罪; 外船有伤人掳掠者, 限令行商定期交出凶手
罪犯; 丽泉行商潘长耀作保的英船刺呢臣号私运羽纱, 粤海关监督则罚潘长耀照走私的羽纱应征
税饷数目, 加 100倍付出充公, 其数额高达 5万两白银, 经此次罚款后, 丽泉行遂陷入困境 。
另如兴泰行商在 1830年因英国大班将其妻子接到商馆里, 被责以管理不严, 关进牢狱一个多月,
花去十万元钱; 1835年又因其担保的律劳卑乘兵船 威廉炮台号 进入省河, 而被囚禁牢狱几
个月, 不仅生意做不成, 反而花销不下十万元, 以致于商行在 1836年倒歇 。
三
广州十三行在清政府的授权下, 在外贸上拥有各种特权, 即一切买卖必须通过行商进行, 外
商的行动也受到行商的约束和管理, 外商乃至外国官方代表与清朝官员的联系必须通过行商等
等。然而, 在清朝封建外贸制度的压制下, 行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既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 又
没有法制上的保障, 因此, 他们的命运是很脆弱的, 免不了成为清朝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有不少行商因拖欠外商债务而破产。行商普遍存在资金不足, 如兴泰行在 1837年 4月 19日
写信给他的主要债权人查顿说: 1830年, 我以有限的资本开始营业, 在开销了挂出招牌开张营
业的费用和买进栈房和家具之后, 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了 。因此, 他们不得不向外商借债,
这些债款的年利率一般高达 18~ 20%。当时在广州放高利贷的外商, 多数是来自印度的英国散
商, 他们 把钱从低利息的印度放到高利息的中国行商手里 。据 1779年英国债权者曾说行商
欠他们 3808076元的债款, 但实际上行商从他们手中得到的钱和货物不超过 1078976元, 其他
2729100元全是由复利滾上去的债款 。当时破产的几位行商, 几乎都有欠外商的债款, 如福隆
行商关成发陆续积欠英国等国外商债款 1099321元; 西成行商黎光远陆续积欠港脚商及美国等国
外商债款 477216两银; 丽泉行商潘长耀拖欠各国外商债款 172207元。估计至道光四年 ( 1824
年 ) 以后, 相继破产的丽泉、西成、同泰、福隆等行商, 共欠外商债银 145万余两 。有人曾做
过大概的估计, 在实行公行制度的 82年间, 无力偿还的债款总数约在 1650万元以上 。
另一种欠债是因赊欠外商货物受勒索所致。凡到广州贸易的外商, 每当返航归国时, 总是把
未售尽的货物议定价格后, 留给行商代为销售, 所得银两, 约定某年某月按几分计算利息。行商
因贪图货物不需用现银购买, 可以赊欠, 故欣然应允。而外商回国时通常说定一年后返回广州,
但到时却托故不来, 于是售卖的本银按年计算利息, 利息又再作本生利, 以致本利辗转积算, 愈
积愈多, 行商因此负债累累, 无力偿还 。再一种情况是, 行商代外商销售货物, 事先把价值讲
好, 待销售后陆续交还。未售出货物, 等下次到广州时, 一面归还旧欠, 一面又交新货。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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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年年结算, 旧欠、新货混在一起, 久而久之, 便造成拖欠过多, 还之不尽 。当时因此而欠债
的有丰泰行商吴昭平, 他于乾隆五十四年 ( 1789年 ) 代外商销售货物, 积欠无法清还至白银
289100余两 ; 另两位行商, 蔡昭复拖欠外商货银 166000余两; 石中和所欠货银, 除变卖家产
抵还外, 尚欠 598000余两 。清政府发现此情况后, 曾于乾隆六十年 ( 1795年 ) 规定: 嗣后
洋商拖欠夷人货价, 每年结算不得过十余万两, 如有拖欠过多者, 随时勒令清还 。但是, 有
的行商因缺乏资金周转, 不得不继续向外商赊欠货物, 而外商藉此则可不断勒索行商钱财, 故双
方均采取以多报少, 匿报欠款数额的办法搪塞之, 结果行商每年拖欠外商的货价仍远远超过 10
余万两。如自嘉庆十七年 ( 1812年 ) 至十九年 ( 1814年 ), 行商节年拖欠外商的货银, 除了还
过的 130万两外, 尚欠 106万两 。
面对行商因受外商勒索而欠债累累的状况, 清政府并没有采取维护本国商人利益的措施, 反
而是课以重罚, 以此来显示 天朝 的德威。据统计, 在鸦片战争前的 39家行商中, 因负债无
力偿还而破产、下狱、充军、抄家, 以至最后丢掉性命的共达 22家 。清政府这种迂腐的做法,
源自于封建王朝重本抑末、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 与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无法同日而语 。
清政府在关税征收中, 向来有加征 陋规 的恶习, 他们对行商的勒索特别沉重。据莫理
逊在其 商业指南 中的一张统计表上, 列出了行商在开支 规礼 等等方面每年高达 42 5万
元 。这些沉重的饷欠也成为行商倒闭的另一重要原因。按道光十四年 ( 1834年 ) 广东官员奏
报, 自道光四年 ( 1824年 ) 以后, 因欠饷而倒闭的洋行有丽泉、东生等 5家, 共欠 260多万两。
另据粤海关监督彭年奏, 欠饷最多的行商梁承禧、李应桂已被革去职衔, 而其余欠饷各商均限 3
个月完缴, 已缴过的饷银达 112800两, 未缴部分尚在严追 。除陋规之外, 清政府对行商敲诈
的项目还很多, 自捐输、赈恤、贮粮、备贡、犒赏, 至征战、平叛、治河等等, 无所不容。其中
如乾隆三十八年 ( 1773年 ) , 四川省办理军务, 行商潘振成等捐银 20万两, 稍佐军需 ; 乾隆五
十一年 ( 1786年 ) , 江浙一带出现荒歉, 行商潘文岩等捐银 30万两, 以资公用 ; 乾隆五十四年
( 1789年 ), 因翌年是乾隆皇帝 80寿辰, 行商蔡世文等捐银 30万两, 为祝寿之用 。据估计, 至
道光十九年 ( 1839年 ) , 十三行商共欠摊捐银项 955774两, 其中天宝行梁承禧欠银 282109两;
怡和行伍绍荣等欠备贡参银 226398两。此外, 十三行还欠捐修虎门炮台未完银 39000余两、回
疆军需银 60万两等等 。即使在鸦片战争发生后的 1841年, 清政府仍要求行商捐出 200万元作
为广州城的 赎金 , 其中潘启官捐 26万、浩官捐 110万、其他行商共捐 64万 。如此无休止
的敲诈, 常常超出行商所能承受的范围, 致使不少行商陷于绝境。
综上所述,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 他们先后利用设立




交易中, 十三行的这些特权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好处, 反而是祸害, 加上他们自身所存在的资金不
足等弱点, 造成了不少行商因负债累累而破产。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 清政府总是对之课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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